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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对矿产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和相关技术与装备的逐渐成熟，深海采矿成为全球产业

界和科研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普遍观点认为深海采矿不可避免地会对深海环境和生物群落造成不同程度的

扰动甚至破坏，这也极大影响了国际海底管理局“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和《开发规章》的制定进程。本文

基于生态系统的视角与方法，总结了三类深海矿产资源分布区的典型生态系统与环境特征，回顾了国内外

伴随着深海采矿系统综合试验开展的一系列环境基线和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及取得的重要认识，在此基础上

归纳了深海采矿活动对深海平原、海山和大洋中脊热液区这三类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同时，本文简要回

顾了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大洋协会在这三类区域部署开展的主要环境任务与进展，以及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

环境管理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最后，在分析当前国际海底管理局关于平衡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主要举

措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管理和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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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海技术和装备的不断发展，人类对国际

海底区域(简称“区域”)矿产资源(特指固体矿产

资源，不包括油气资源及天然气水合物等)的大规模

开发日渐成为可能，深海活动主要国家热情高涨，

纷纷由勘探阶段向开发阶段过渡，伴随而来的深海

采矿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

关切。 

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

约》)和《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

分(“区域”)的协定》(《执行协定》)，由国际海底

管理局(以下简称“海管局”)代表全人类组织和控

制“区域”内的活动、管理“区域”矿产资源、制

定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政策和措施等。为履行

《公约》规定的义务，海管局采取了战略、区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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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区三个层面的环境管理措施。作为区域层面的

主要管理措施，推进区域环境管理计划(REMP)是当

前海管局的首要任务，其目标在于借助划区管理工

具的手段对深海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管理，实现资源

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并提高生态系统弹性以抵

抗全球变化对海洋的不利影响。 

“没有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就没有深海采矿”已

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海管局理事会于 2012

年发布了《有关克拉里昂−克利伯顿区环境管理计

划的决定》并予以实施。随着近年来《“区域”内

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制定进程的推进，海管局

于 2019 年适时出台了《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指南》，

明显加快了在北大西洋洋中脊、西北太平洋等资源

富集区建设 REMPs 的进程，并积极开展东太平洋

克拉里昂−克利伯顿断裂带(CCZ)环境管理计划的

适应性调整和完善工作。2020 年 2 月召开的海管局

第 26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中，秘书长强调环境保

护已成为“过去两年海管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1  深海矿产资源概况 
 

人类社会当前开发的矿产资源几乎全部都来

自于陆地矿床，但伴随着深海科学考察和资源调查

活动的广泛开展，深海存在种类繁多、储量丰富的

矿产资源已广为人知。其中，已探明具有开发前景

的深海矿产资源主要包括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

多金属硫化物三大类，这里做一简要介绍。 

 

1.1  多金属结核 

多金属结核，又称锰结核或铁−锰结核，它们

在全球各种水深条件下都可能形成，但具有开采价

值的结核主要分布在水深约 3500~6500 m、沉积速

率极慢的深海平原[1]。目前已经圈划的最有利勘查

区域的总面积约为 3800 万 km2，其中大部分(81%)

位于国际海底区域[2]。具体来说，已探明的覆盖率

最高的多金属结核区位于东太平洋 CCZ。除 CCZ

外，多金属结核资源量较大的区域还包括南太平洋

的秘鲁海盆、库克群岛以及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深海

平原等[3]。 

 

1.2  富钴结壳 

富钴结壳，又称富钴铁锰结壳或多金属结壳，

通常覆盖在水深 400~7000 m 的火山斜坡、洋脊、

平顶海山以及海底高原上[2, 4]，其中最具开采价值

的高品位结壳主要分布在 800~2500 m 的海山山脊

上，面积达 170 万 km2，其中 46%位于国际海底区

域[3, 5]。西太平洋是全球已探明富钴结壳海山分布

最多的区域。除此之外，在西南太平洋的彭林−萨

摩亚海盆附近、东印度洋九十度海岭、南印度洋的

凯尔盖朗群岛、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等区域的海山

也有富钴结壳资源分布[4]。 

 

1.3  多金属硫化物 

多金属硫化物，也称为海底块状硫化物，主要

分布于洋中脊和弧后扩张中心等区域，分布深度多

在 800~5000 m 之间。其中，大约 65%的热液活动

及矿化区分布于洋中脊。洋中脊热液活动发育的水

深变化范围较大，但主要集中在 2000~4000 m，尤

其在 3000 m 左右水深发现最多[2]。据估算，多金属

硫化物资源的全球分布面积约为 320 万 km2，其中

58%分布于国际海底区域[5]。全球范围内具有商业

开采价值的多金属硫化物资源主要集中在大西洋

洋中脊、西太平洋弧后区和西印度洋洋中脊区域。

自 1977 年在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裂谷首次发现

热液喷口以来[6]，全球海洋中已经发现了超过 300

个硫化物热液喷口[7]。 

 

2  深海矿产资源分布区的典型生态
系统与环境特征 

 

“深海”被定义为水深超过 200 m 的海洋部

分，分布有最为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这里为人类

和整个生物圈提供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

地球生物圈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深海技

术、开发成本等因素，人类所涉足和认知的深海范

围迄今仍十分有限。深海三种矿产资源赋存区域的

代表性生态系统受到各自理化环境、进化历史、生

物扩散阻隔以及营养物质供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各具特色(见图 1)。对这些深海生态系统的科学

认知是客观评价深海采矿环境影响的基本前提，因

此这里对这三类与深海矿产资源分布最直接相关

的典型生态系统特征作简要阐述，并介绍中国大洋

协会在这三类区域部署开展的主要环境任务与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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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海矿产资源分布与主要生态系统的对应关系 

Fig. 1  Distribution of deep-sea mineral resources and correlation with deep-sea ecosystems 

 

2.1  深海平原(海盆)生态系统 

全球海底分布有广袤的深海平原(海盆)，而多

金属结核分布的海盆主要位于热带和亚热带。由于

上层海洋强烈的层化作用，真光层的海水营养盐水

平受到极大限制，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

极低[8]。同时，初级生产者以体型微小的原绿球藻、

蓝细菌等为主[9−10]，光合作用产物从真光层以细小

的生物尸体碎屑、浮游动物粪团等颗粒沉降和通过

浮游动物昼夜垂直迁移等方式到达深海。这些有机

碳在海洋上层和中层的沉降过程中会不断被微生

物分解利用而减少[11]。沉积物捕获器调查结果表

明，颗粒有机物通量随深度呈指数下降，只有约

10%的净初级生产力残留在数百米深处，1%左右的

净初级生产力残留在 4000 m 深处，这意味着仅仅

只有平均不足 1.0 g/(m2∙a)的有机碳到达深海盆地的

海床上[12]。 

上层食物供给的极端匮乏导致深海盆地生物

丰度和生物量都非常低，海底生物(从微生物到巨型

底栖生物)的总生物量普遍低于 200 mg/cm2 [13]。虽

然深海平原的食物供给贫瘠，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却极高[14]，保守估计深海中分布有超过百万种生 

物[15]。深海平原的无脊椎动物主要包括线虫、多毛

类、甲壳类、海绵、缓步类、软体动物以及海参、

海星、海蛇尾和海胆等棘皮动物。脊椎动物主要为

各种深海近底层和底栖鱼类，包括吞鳗、琵琶鱼、

蝰鱼和鼠尾鳕等。但需要指出的是，沉积物中肉眼

看不到的细菌和古菌等微生物才是这一生态系统

中按照生物量计的最优势类群，它们在深海物质循

环和再生产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6]。在深海平

原(海盆)的结核区，密集分布的多金属结核创造了

独特的硬基底环境，这为结核生物的固着和繁衍提

供了基本条件[17](见图 2)。此外，结核内部具有丰

富的空隙，这也为一些结核生物提供了隐秘且适宜

的微生境[18]。因此，目前已有的一些调查表明深海

平原的结核区普遍具有在非结核区所没有发现的

独特物种[19]，甚至在东太平洋 CCZ 的调查中发现

结核分布区的全部巨型底栖生物中有一半数量的

物种是仅在结核区才有分布 (即所谓“结核生

物”)[20]。 

中国大洋协会作为先驱投资者，于 2001 年获

得在东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伯顿断裂带区(CCZ)

的多金属结核合同区，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科考

活动。由于 CCZ 位于北太平洋环流控制区，而该

环流具有极强的年代际、年际和季节变化，因此中

国大洋协会于 1996 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基线

及其自然变化(NaVaBa)”计划[21]。NaVaBa 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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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伯顿断裂带我国多金属结

核合同区的结核及海参(“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第 65 潜

次任务期间拍摄) 

Fig. 2  Polymetallic nodules and sea cucumber distributed 

at China Ocean Mineral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OMRA)’s contract area in 

Clarion-Clipperton Zone, East Pacific Ocean (Shot by 

“Jiaolong” manned submersible during its 65th dive 

mission) 

 

基本科学涵义是，所谓的基线并不是一条静止的

线，而应是一个变化的范围。该计划收集生物、化

学、物理和地质基线资料，评价海底生态系统与环

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然变化，并对开发活动可能

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初步的评估。通过“九五”和

“十五”期间的调查与研究，NaVaBa 计划取得了

一些成果，初步查明了我国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合

同区的生物基线、沉积基线、化学基线和物理海洋

基线[22−32]，这些工作系统地证实了上层和深海底层

环境都存在着显著的年际变化现象，初步建立了该

区域的环境基线。此后，中国大洋协会继续部署了

“多金属结核和富钴结壳区环境研究”(“十一五”

计划)、“多金属结核合同区环境保全参照区和影响

参照区建设”(“十二五”计划)和“东太平洋生态

环境监测保护”(“十三五”计划)三个重点项目/课

题，深入积累了该区域的环境基线资料，并初步发

现厄尔尼诺事件是合同区环境基线年际变化的最

主要控制因子，但更深入的控制机理、特别是深海

底栖生态系统对于上层厄尔尼诺事件的响应机制

还有待深入研究。 

 

2.2  深海海山生态系统 

与周边广袤的深海平原(海盆)相比，海山在垂

直方向上的环境梯度和丰富的微地貌变化为生物

提供了充裕的生态位[33]，而“泰勒柱效应”等动力

机制的存在则为海山区的浮游生物和游泳动物提

供了较周边寡营养大洋更为丰富的食物来源[34]，并

进一步通过浮游−底栖耦合机制而将有机质输送到

海山底栖生物群落[35]，因此大量的调查发现海山具

有丰富的底栖生物多样性[36]。较早一些的观点认

为，地理隔离、独特的进化历史和生境特点使得海

山底栖生物群落的特有种比例很高，一般可达

30%~40%之间，个别海山的特有种比例甚至高达

52%[37]。但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海山底栖生物群

落的特有种比例并没有异常升高，前期认识上的偏

差更多是由于调查不足所导致[38−39]，而且海山特有

种的比例在不同大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40]。这些结

果表明，尽管海山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界的

共识，但不能笼统的认为全部海山都具有高比例的

特有种。 

由于海山上硬基底普遍存在[41]，而且独特的水

动力条件导致海山近底层水体中的有机颗粒物浓

度要高于周边寡营养大洋[42]，这为海山上生长多种

多样的珊瑚、海绵等固着性滤食生物提供了良好环

境条件[43]。这些大型的固着性滤食生物为体型较

小、且具有一定运动能力的底栖生物，如甲壳类、

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等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和重

要的食物来源，是海山底栖生物群落的关键类群[44] 

(见图 3)。由于这些大型固着生物在海山生物群落构

建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一般认为海山底栖生

物群落极其脆弱[45]，尤其是最关键的冷水珊瑚，寿

命很长、生长率很低、繁殖力低下，一旦受破坏需

要数百年才能恢复[46]。早期受渔业捕捞作业尤其

是底拖网作业破坏严重[47]，而目前普遍认为深海

采矿也可能对海山底栖生物群落构成巨大威胁，由

深海采矿引起的海山环境问题是当前各界关注的

热点[48−49]。 

此外，在东太平洋 CCZ 存在一些较小的深水

海山，有观点认为这些海山可以作为寡营养深海平

原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能够为相邻区域的底栖

生物群落提供幼体补充。特别是，采矿活动会彻底

消除依赖硬基质的结核生物类群的栖息地[50]，而这

些海山可以为结核生物提供重要的“庇护所”，因

此对于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评价和后续的矿区生

态修复都有积极意义[51]。但近期一个实证研究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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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北太平洋海山区富钴结壳海山上生长的珊瑚及

附生的海百合和海蛇尾(“海龙 III”ROV 于中国大洋 56

航次任务期间拍摄) 

Fig. 3  Corals, sea lilies and bristtle stars growing on 

cobalt-rich crust in seamounts of Northwest Pacific Ocean 

(Shot by the “Hailong III” ROV during the 56th Cruise of 

COMRA) 

 

现巨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在结核区内的深水海山

和周边深海平原的结核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这些海山可能无法作为结核生物的“庇护所”而存

在[52]。 

“十一五”期间，伴随着对西北太平洋富钴结

壳海山区的资源调查，中国大洋协会部署了“多金

属结核和富钴结壳区环境研究”项目，其中的“北

太平洋环流区环境基线年际变化及其内在机制研

究”课题对麦哲伦海山区水体生态系统的空间变化

特征开展了初步研究[53]。由于海山生态系统与环境

研究对调查装备的依赖性很强，而早期我国并不具

备开展深海海山生态系统科学调查的技术装备条

件，因此长期以来并未开展系统的海山生态系统调

查研究。从 2012 年开始，我国加大了在麦哲伦海

山区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调查力度，连续部署了两

期重点研究项目“富钴结壳勘探区环境梯度及其对

底栖生物成带分布的效应”(“十二五”计划)和

“西太平洋海山区环境调查与评价”(“十三五”计

划)，对我两座合同区海山(采薇海山和维嘉海山)进

行了重点解剖，包括采用“蛟龙”、“海龙 III”、“海

马”等潜水器开展近底调查和布设锚系潜标观测系

统等，获得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和样品。在此基础上，

我国科学家较为全面的研究了海山区巨型底栖生

物的生物多样性[53−56]，并开展了浮游生物和小型底

栖生物的空间异质性、海蛇尾的种群连通性、深水

海山的物理海洋动力环境特征、海山周边的沉积与

生物扰动、底栖生物群落的食物来源等方面的研

究[57−62]，显著提升了我国在该区域的科学话语权。 

 

2.3  大洋中脊热液生态系统 

伴随着 1977 年美国“阿尔文”号载人潜水器

对深海热液喷口的科学发现，人们也惊奇地注意到

喷口附近存在着特殊的深海热液生态系统[63]。在这

些区域，地热驱动的一系列水岩反应生成高温和强

还原性的热液流体从海底喷出并与周围海水发生

剧烈混合。在此过程中，硫化物快速堆积，塑造出

壮观的海底烟囱景观[64]。热液流体喷出后，其中裹

挟的大量硫化氢、氢气、甲烷等都可以被化能合成

微生物所利用，同时将水中的二氧化碳及碳酸盐转

化为碳水化合物，从而为整个热液生态系统提供能

量[65]。在高温热液烟囱的周围经常围绕着巨型管状

蠕虫、蛤、贻贝、蟹等热液区特有生物。热液生物

群落中的很多底栖生物，例如虾、蟹和蛤等，都可

直接摄食喷口附近的热液微生物；但是更多的热液

生物则与化能自养微生物之间呈现共生关系[66]。例

如热液区特有的盲虾和贻贝分别依赖于其鳃室表

皮上的硫氧化菌与氢氧化菌和内共生的甲烷氧化

菌与硫氢化菌提供能量[67−68]。这些化能自养微生物

及依赖它们的底栖生物在局部区域内形成了极高

的生产力[69]，共同造就了深海最为富饶的生态系

统。 

由于大洋中脊在深海呈现带状分布且具有良

好的地理连通性，同时热液生态系统及热液生物从

能量来源上又极为依赖在大洋中脊上断续分布的

热液喷口，因此沿着大洋中脊的热液生物种群连通

性和热液生物群落的空间异质性就自然而然地成

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科学问题[70]。例如，BEEDESSEE

等[71]研究了洋中脊热液区的四个代表性广布种后

发现，即使相隔数千公里，它们的种群之间也没有

显著的遗传差异，这表明它们具有良好的地理连通

性。关于这种长距离扩散的机制，有观点认为这些

生物的幼体可能上浮至海洋表层而实现随洋流的大

范围扩散[72]，但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 

由于热液喷口都具有一定的寿命，待其停止喷

发后，活跃热液生态系统就会逐渐被非活跃热液生

态系统所替代，主要表现为维持生态系统的能量来

源从依赖热液中溶解态的硫化物和其他还原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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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转变为依赖还原性铁和固体硫化物[73]。此外，随

着热液喷发的停止，嗜热微生物也逐渐被偏好低温

环境的微生物所替代；底栖生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和

群落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显著演替[74]。随着近年来研

究的深入，国际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非活跃热液区

所拥有的独特生物群落可能面临采矿活动的更大

威胁[75]。 

    2005 年我国首次环球大洋科考航次期间就在

西南印度洋热液区开展了深海热液探测，并于 2007

年发现了西南印度洋中脊的首个活动热液区[76]。此

后，随着 2011 年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的签订，

我国加大了对热液生态系统和热液环境的调查力

度，并针对生物基线、化学基线、物理海洋基线和

沉积基线分别部署了研究专题。特别是 2015 年以

后“蛟龙”、“深海勇士”、“海龙 III”、“潜龙 II/III”

等潜水器在西南印度洋“龙旂”等热液区开展的调

查工作获得了大批样品和原位探测数据(见图 4)。依

托这些调查资料，我国科学家不仅报道了一批热液

区特有的新物种[77−81]，而且首次报道了超慢速扩张

洋脊热液区生物群落的年际变化特征，受到国际科

学界的广泛关注[82]。2018 年起，中国大洋协会集中

内陆和香港两地的优势研究力量，设立了“U 形区

洋中脊生态系统监测保护”重大项目，力图从连通

性视角整体研究南大西洋、西南印度洋、中印度洋

和西北印度洋的热液生态系统及环境特征，并已经

在深海群落生态学、连通性、环境特征等方面取得

了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83−87]。 
 

 
图 4  西南印度洋龙旂热液区的热液喷口及生物群落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第 100 潜次任务期间拍摄) 

Fig. 4  Hydrothermal vents and biological communities in 

Longqi hydrothermal area in southwest Indian Ocean (Shot 

by “Jiaolong” manned submersible during its 100th dive 

mission) 

 

3  深海采矿活动对典型深海生态系
统的影响 

 

尽管深海采矿活动被广泛认为会对深海生态

系统造成较大不利影响，但深海生态系统复杂多

样，绝大多数尚未开展系统调查，栖息于深海或生

活史某一阶段处于深海的大量新物种还有待科学

发现，而且当前也缺乏商业规模的深海采矿实践，

因而准确评价深海采矿活动对典型深海生态系统

的影响具有显而易见的客观困难。下文首先依据国

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伴随几次有重大影响力

的深海采矿模拟试验得到的数据，综述了当前深海

采矿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基本认识。其次，简要回

顾了过去 20 年以来我国深海采矿系统综合试验开

展的一系列环境基线和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最后，

基于生态系统的视角与方法，系统总结了深海采矿

活动对深海平原、海山和大洋中脊热液区这三类生

态系统的潜在影响。 

 

3.1  深海采矿环境影响试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部分先驱国和国际财团

(例如“海洋金属联合组织”)相继开展了一系列与

深海采矿有关的环境影响试验。到目前为止，所有

公开报道的深海采矿环境影响试验均集中在多金

属结核采集方面，尚未有针对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

化物的环境影响试验。比较有影响的是 1975—1980

年美国在东太平洋结核区进行的深海采矿环境研

究(DOMES)、1985—1998 年德国在东南太平洋结核

区进行的扰动和再迁入实验(DISCOL)及其 1995—

1998 年的后续项目—东南太平洋深海生态系统中

的底栖生物调查(ECOBENT)、1991—1998 年美国、

俄罗斯等国家和矿业公司合作进行的底层影响实

验(BIE)。上述试验为认知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和生

态系统恢复能力评估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也为后

期海底管理局有关环境管理规则的出台提供了关

键的数据支撑。 

3.1.1  深海采矿环境研究(DOMES) 

由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负责实施，共持续了 6

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获得试验区的 

环境基线为目标，包括：1) 建立类似矿区环境条件

的三个代表性小区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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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预测结核开采潜在环境影响的早期预警能

力；3) 帮助工业部门和政府建立环境数据库，以制

定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第二阶段主要是监测海

洋管理公司(OMI)和海洋采矿协会(OMA)于 1978年

分别在上述三个区块中的两个区块进行的两次试验

性采矿实验的影响，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观察深海

采矿期间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以提高在试验第一阶

段所发展起来的环境影响预测能力；二是继续发展

和完善数据库，为最终环境指南的制定提供依据。 

该项研究取得了如下成果：1) 建立了 CCZ 内

三个试验区的环境基线；2) 提供采矿前的可能环境

影响预测报告，为依据美国国内法进行试验性采矿

环境监测计划的设计提供了依据；3) 对商业采矿可

能产生的短期环境效应做出了合理的预测；4) 建立

了相关数据库，并据此对某些长期效应进行了评估。 

3.1.2  扰动和再迁入试验(DISCOL) 

德国的扰动和再迁入试验(DISCOL)于 1988—

1993 年期间开展，试验区位于太平洋秘鲁海盆，面

积为 10.8 km2，试验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为基线调查阶段，然后由特殊设计的犁耙系统对试

验区进行人为扰动，扰动的痕迹为深度至少达

10~15 cm，并在扰动结束后立即进行第一次扰动后

采样；第二阶段，在扰动半年后进行第二次扰动后

采样；第三个阶段，在扰动 4 年后进行第三次扰动

后采样。获得了有关巨型、大型、小型底栖生物丰

度和群落结构、细菌生物量和生物活动强度等方面

的资料，其目的是通过大尺度的试验，包括对大面

积海底的扰动，监测海底受人为严重扰动后的几年

时间内底栖生物的再迁入和群落重建的速率。 

1995—1998 年，德国又开展了“东南太平洋深

海生态系统中的底栖生物调查”(ECOBENT)，此项

目是 DISCOL 的延续，在扰动影响 7 年后重访试验

区，继续对底栖生物再迁入情况进行监测。此后，

在首次扰动的 26 年后再次重返试验区开展了观测，

从而获得了较长时间跨度的观测数据。 

3.1.3  底层影响实验(BIE) 

底层影响实验(BIE)是一个多国合作计划。该计

划于 1991 年启动，先后有美国、俄罗斯、日本、

印度等国家和“国际海洋金属联合组织”(IOM)参

与实施。该试验采用相同的扰动装置，通过人工扰

动海底表层沉积物，研究沉积物的再沉积及其与原

位海水混合后在离海底 5 m 高度排放的生态效应。

美国的 BIE 试验(1991—1994)由美国和俄罗斯专家

合作开展，试验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基线

调查，第二阶段为扰动试验；第三阶段在扰动后的

不同时间内取样，监测扰动对环境的影响。在最后

一次扰动试验约 10 个月后，在扰动区重复取样，

监测扰动对环境的影响。对小型底栖生物的分析表

明：扰动发生 9 个月后，一些类群的数量仍然明显

低于基线值，尤其是线虫这一类群表现得最为显

著；而大型底栖生物的物种多样性却未因沉积物的

再沉积作用受到显著影响。此外，IOM(1994—1997

年)、日本(1993 年参加了美国、俄罗斯的 BIE，并

于 1994—1996 年在日本合同区内进行了 BIE，又称

JET)和印度也用与美俄相同的试验方案在各自的合

同区内进行了实验。IOM 在其 1995 年的 BIE 结束

后，又分别在 1997 年、2000 年和 2015 年开展了连

续的实验后监测调查，积累了时间序列观测数据。 

3.1.4  国内的深海采矿试验 

我国深海采矿试验起步较晚，主要以采矿装备

试验为主，对采矿环境影响的试验长期处于探索阶

段。2001 年，中国大洋协会首次在云南抚仙湖开展

了 130 m 级多金属结核采矿系统综合湖试，完成了

向深海采矿技术装备领域进军的尝试。2016 年，科

技部重点支持、中国大洋协会组织实施的“深海多

金属结核采矿试验工程”启动，其中专门设立了“环

境调查与环境影响评估”课题。2017 年起在南海开

展了“1000 米级多金属结核试采工程”的工程选址

和环境基线调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顺利完成了

选址并基本建立了试验区的环境基线，为 2021 年

的试采工程期间及后续的环境影响评估奠定了基

础。此外，2018 年“鲲龙 500”海底集矿车在我国

南海成功完成 500 m 级海底采矿试验。在该试验进

行期间，我国对海底集矿车造成的沉积物羽状流及

影响范围开展了深海原位监测和评估，获取的监测

数据为开展后续更大深度采矿试验环境影响监测

方案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3.2  深海采矿活动对深海典型生态系统的影响 

目前认为，深海采矿将不可避免地在局部范围

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88]，这

不仅包括深海采矿活动导致生物体的直接死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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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栖息条件的破坏以及水柱和海底生境的退化，也

包括沉积物羽流扩散或噪音等附带影响可能导致

的更大范围损害[89]。这里就三种主要资源的开采活

动分述如下。 

3.2.1  深海采矿对深海平原(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3.2.1.1  深海采矿对底层生态系统的影响 

深海平原(盆地)分布的锰结核发育速度极为缓

慢，甚至达到数百万年[90−91]。因此随着开采过程中

结核的移除，依赖于这一坚硬基质的所有动物类群

都会受到栖息地丧失的直接影响[92]。据估计，CCZ

超过一半巨型底栖生物依赖结核的存在，因此这

些结核在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20]。 

多金属结核的开采对海洋底层生态系统的潜

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集矿机将直接移走结核及结核生物，使原来

软相和硬相相混合的底栖生物群落变成纯软相底

栖生物群落，造成底栖生物群落多样性的降低。例

如，科考人员于 26 年后重新考察了 1978 年进行深

海扰动试验的区域，以评估底栖生物栖息地的恢复

情况。结果发现，当年采矿车留下的扰动痕迹仍然

清晰可见，且与周围未受干扰的地区相比，受干扰

区域的线虫多样性和生物量仍未恢复[93]。 

2) 深海采矿对海底及周围水体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在于栖息地破坏(丧失与片段化)和栖息地质量

下降(污染、缺氧等)，由此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降低

或者完全丧失。近期一个对 37 年前扰动试验的跟

踪发现采矿活动会对栖息地造成永久性损伤，从而

导致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丧失[94]。 

3) 当集矿机沿海底运动时，将对沉积物和底栖

生物产生机械挤压作用, 直接杀死底栖生物，特别

是运动能力弱或完全固着生物、身体结构脆弱的类

群。 

4) 集矿机还将在海底 50 m 以上的水层产生

沉积物羽状流，羽状流中较大颗粒的沉积物很快降

到海底，但是较细的颗粒沉降速度较慢，将在较长

时间内滞留在水中，在底层流的作用下扩散并在海

底较大范围内发生再沉积，这可能对底层生物产生

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滤食性动物，比如堵塞贝类

的鳃，阻碍其呼气甚至窒息死亡[95]。 

5) 在开采过程中，由于对底质的剧烈扰动，会

使沉积物中的金属和有害物质释放到水体中，污染

周围环境，使附近底栖及近底游泳生物的生理状态

受到影响。 

3.2.1.2  深海采矿对表层和上层生态系统的影响 

尽管多金属结核采矿的主要环境影响发生在底

层，但采矿活动也会对水体生态系统产生影响[96]。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尾矿在表层的排放使水体中悬浮颗粒物质

增加、光衰减程度加剧。深海采矿对上层水体最明

显的影响是悬浮颗粒物浓度增加，这也是表层羽流

唯一明显的特征；而尾矿物质沿密度跃层扩散和累

积是采矿影响上层生态环境的最主要问题。 

2) 尾矿羽流区的初级生产力会因光照不足而

明显下降，但因大部分悬浮颗粒物会在一天内沉降

和扩散，因此它的遮蔽效应是暂时的、局部的。 

3) 含有丰富营养盐的底层水在表层排放使营

养盐浓度增加。 

4) 由于光合作用可能受到光衰减加剧的抑制，

因此真光层中的溶解氧浓度可能降低。 

5) 痕量重金属等有毒物质被生物吸收并通过

食物链传递和累积。 

6) 上述因素将影响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浮游

动物和游泳动物的摄食、呼吸、生长等重要功能及

代谢作用，但对浮游动物、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和浮

游动物死亡率的影响均不太明显。 

7) 悬浮颗粒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鱼卵、

仔鱼的死亡率，但对仔鱼的摄食率有较大的影响，

严重时可能导致它们的死亡率上升。 

8) 在开采过程中形成的高浓度悬浮颗粒和原

始基质的丧失会减少某些鱼类物种的最佳产卵和

育苗地[97]。 

9) 海底采矿还会产生噪音，噪音会给海洋生

物，尤其是一些大型洄游性生物的活动带来不利影

响[98]。 

3.2.2  深海采矿对深海海山生态系统的影响 

一般认为，结壳开采会造成海山生物多样性、

覆盖率和丰富度的下降[99]。最显著和直观的影响是

结壳的剥离和开采将导致大量生长在硬基底上的

固着生物的死亡。大量海山生物种类依赖生长在硬

基底上的固着生物而存在，例如海蛇尾、海百合等

都与冷水珊瑚存在广泛的共附生关系。因此，这些

冷水珊瑚遭受破坏后，其共生的生物类群也必然会

遭受严重影响[100]。富钴结壳采矿车的扰动强度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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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要远远超过底拖网渔业活动，而商业规模的移除

伴随着缓慢的物种恢复率，可能会导致海山及其周

围的底栖生物群落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91]。底

栖生物优势群落的移除可能会降低底栖无脊椎动

物的生物多样性，从而改变栖息地生态系统结构。

物理干扰会导致优势种从大型固着型生物向小型、

快速生长、机会主义、外来种、食腐动物和幼体的

转移[101−102]。海山区的开采活动还可能导致底栖生

物、中层游泳生物(200~1000 m)和深层游泳生物

(1000~4000 m)的死亡[103]。 

3.2.3  深海采矿对大洋中脊热液生态系统的影响 

多金属硫化物采矿最直接的影响是热液口及

周边地质特征的破坏与移除，特别是热液生物群落

赖以生存的热液通道被破坏，这种变化的环境很可

能不适合土著生物类群的重新定居[104]。除此之外，

其他几个方面的潜在影响也日益受到关注。首先，

采矿车的物理铲挖或碾磨也会使沉积物再悬浮，从

而形成沉积物羽状流[105]，因而滤食性动物可能因

滤食器官的堵塞而降低摄食效率甚至死亡[106]；其

次，采矿过程中的光污染、噪音污染、尾矿在海底

的堆积等也会对局域环境造成不利影响[107]；最后，

矿物的运输过程中，物种可能会被转移到不同的地

点，因而可能会导致潜在的物种入侵问题[107]。 

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热液生态系统与海山或深

海平原生态系统的最大差别，即维持生态系统的能

量来源和生产力的明显差异。对于拥有极高生产力

的热液生物群落来说，在一次大的扰动之后，群落

优势物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活跃的喷口附近重

新定殖，从而促进群落的快速恢复[108]。但对于处

于休眠状态或者已永久性停止活动的非活跃热液

区，这里的生物群落受到破坏或者剧烈扰动后的恢

复过程则可能要长达数十年甚至更久[7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关于深海采矿活动

对三类典型生态系统的影响仅是试验性采矿的短

期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其影响规模和持续时间

上都与商业规模的开采活动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因

此不足以阐明采矿的长期(累积)效应、各种复杂协

同或拮抗效应等一系列问题，外推使用时需特别谨

慎。总之，为了更充分地评估深海采矿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潜在影响，需要进一步开展模拟试验和长期

影响观测，并且在更接近商业开采规模的试验中积

累现场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数据。 

 

4  区域环境管理进程 
 

海管局自 1996 年进入全面运作以来，已签订

了 30 份勘探合同。针对不同类型资源的勘探活动，

海管局先后制定了涵盖三大资源的规章，包括《“区

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区域”内

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及《“区域”内富

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以下简称《勘探规

章》)。为履行《公约》第 145 条“切实保护‘区域’

的海洋环境不受‘区域’内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

响”要求，控制深海采矿活动的环境风险、开展环

境影响评估，海管局在《勘探规章》中明确了承包

者须履行海洋环境保护的义务，包括开展环境基线

调查、监测并评估自然时空变化的环境影响等。近

年来，伴随着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纷纷尝试开展更

接近商业化技术水平、为进入开发阶段做准备的深

海采矿试验，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相关环境问题的

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8 年，海管局在其

《2019—2023 战略计划》中明确将保护海洋环境作

为战略目标(ISBA/24/A/10)，并制定了高级别行动

计划(ISBA/25/A/15)，确定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

管理‘区域’内活动”。针对“区域”内的采矿试

验及未来采矿活动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海管局着

手制定实质性的区域环境管理政策(即 REMP)，以

期作为区域环境管理的最佳实践。东太平洋 CCZ

是第一个建立 REMP 的区域，通过对物理海洋、地

球化学、生态和种群数据集进行空间分析，选划了

9 块 环 境 特 殊 利 益 区 (Areas with Particular 

Environment Interest, APEI)，以覆盖整个管理区域

内的所有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51]，

面积达 144 万 km2，约占 CCZ 总面积的 24%，近期

正在讨论增设 APEI，以达到面积比例的 30%以上。

此后，海管局通过组织科学和管理两个阶段研讨会

的模式，先后启动了北大西洋洋中脊、西北太平洋

等区域的 REMPs 建设进程。此外，海管局还积极

响应联合国大会于 2017 年宣布的“2021—2030 联

合国海洋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将增加深海

生物多样性认识、加强海洋观测等作为共同目标，

制定了海洋科学研究行动计划草案，并启动了深海

数据库的建设，作为海管局组织管理区域活动、有

效保护海洋环境的关键工具。 



第 31 卷第 10 期                          高  岩，等：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相关环境问题与管理进展 

 

2731 

海管局的区域环境管理进程是当前国际社会

维护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平衡、促进自然与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目前，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海洋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联大将其

作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并加快了“国

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

(BBNJ)谈判进程，将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

区、环境影响评估作为两项重要议题。《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于 2010 年通过“爱知目标”

明确提出 2020 年前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 10%，并

呼吁即将在我国昆明召开的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上

通过 2030 年前保护 30%的海洋面积。基于以上共

同目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和平组织、国际

鸟盟等国际组织也纷纷发布了各自的全球海洋保

护区选划方案。此外，国际海事组织、区域渔业组

织等也针对航行、渔业等特定人类活动设计了特别

敏感海域、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等划区管理工具。 

 

5  中国参与及展望 
 

我国的深海资源勘探活动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

起步，历经近 40 年发展，目前已在国际海底区域

拥有三种资源共五块勘探合同区。作为拥有勘探合

同区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承包者在履行勘探合同

义务的同时，也在以专项调查和科学计划等多种形

式积极推动深海环境保护工作。1996 年起，中国大

洋协会发起了 NaVaBa 计划，每年或隔年的夏、秋

季节在 CCZ 的大洋协会结核勘探合同区开展自然

基线调查，以期观察全球气候变化对合同区环境基

线变化的影响，更好地识别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

环境基线的扰动。2017 年 7 月 7 日，中国大洋协会

在海管局第 23 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期间组织边会，

正式发起在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区和印度洋洋中

脊区域建设 REMPs 的倡议，得到了海管局及与会

各方的积极回应。2018 年 5 月，海管局与大洋协会

联合在中国青岛举办了西太平洋富钴结壳区

REMPs 研讨会，海管局秘书长及相关人员、联大及

相关国际组织代表、科学界代表等与会，会议成果

已作为海管局第 23 号技术报告发布。2020 年 11 月

9 日，我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与海管局共建的

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正式启动，其核心任务之一即

为促进深海环境与深海生态领域研究，提升发展中

国家参与区域环境治理的能力。 

根据我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

要求，中国大洋协会在积极履行承包者相关环境保

护义务之外，也努力促进区域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

环境保护。其中的核心举措就是以深海环境监测与

保护为目标，发起了西北太平洋海山区生态系统监

测与保护、洋中脊热液区域生态系统监测与保护、

东太平洋 CCZ 生态系统监测与保护等科学研究计

划，为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同时，中国大洋协会还将通过组织研讨会、发起联

合航次、建立合作研究等方式，积极推动区域内相

关承包者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近年来，以保护海洋环境为主旨的全球海洋治

理进入规则重塑期，BBNJ 谈判、区域环境管理、

南极保护区建设等进程从立法、政策、实践等多重

层面协同推进，呈现出连锁态势。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生态文明指导思想等均为我国积极参与区域

环境管理和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相关建

议如下： 

第一，加强环保优先理念在深海开发与调查技

术装备研发领域的贯彻实施，提高深海开发技术与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科学认知水平，为“区域”内

矿产资源事业提供中国环保标准和环境友好型技

术方案。 

第二，构建“区域”蓝色伙伴关系，由深海事

务管理部门统筹承包者、研究机构等，联合“区域”

相关利益攸关方，推动“区域”环境领域的实质性

合作，探索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利用路径，为制定区

域环境管理方案做出实质性贡献。 

第三，积极响应联大“海洋十年”计划，在全

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启动深海典型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国际科学计划，提高对深海生

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认知水平，构建长期、立体

的深海观测和监测体系，为海洋空间规划和政策研

究提供有效支撑。 

第四，加强区域环境调查的顶层设计，搭建多

部门航次管理协调机制，促进多系统任务及航次业

务化运行，提高调查效率及数据成果利用率。 

第五，紧抓全球海洋治理规则重塑契机，开展

国际海洋治理领域专项研究，带动培养一批综合性

国际海洋治理人才，深度参与机制构建、规则制定、

标准建立等进程，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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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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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need for miner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deep-sea mining has become the common concern of the global industr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mmunit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deep-sea mining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disturbance or even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biological communities of the deep sea. This view ha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and “Mining Code” by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Based on the ecosystem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p-sea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three types of deep-sea mineral resources, reviewed a series of studies on environmental baselin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carried ou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test of deep-sea mining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ncluded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deep-sea mining activities on three types of ecosystems including 

deep-sea plain, seamount and mid-ocean ridge hydrothermal area.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briefly reviewed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progress promoted by China Ocean Mineral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the efforts made by China for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ab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de by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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